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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lias to Bryson 

——關於禮儀行為的討論 

許奕辰 

一、緒論 

  諾貝特．埃利亞斯(Norbert Elias)將其《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理起源的研究》(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書上卷題名為「禮儀行為的歷史」(The 

History of Manners)1。在此卷中，埃利亞斯欲利用「羞恥」、「難堪」、「恐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Norbert Elias. Wang, Peili and 

Yuan, Zhiying yi. The Civilizing Process(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以下簡稱《文明的進程》。諾貝特．埃利亞斯是20世紀德國的著名

社會學家。埃利亞斯認為，人們習慣把文明看作是一種擺在面前的現成財富，但

在其看來，「文明的表現」絕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種過程，是歷經數百年的逐

步演變的結果。傳統社會學把人和社會看成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實體，而埃利亞斯

推翻了這種二分法，提出兩者不可分割，正是宏觀的社會和微觀的人之間的互動

激盪形成了個人、國家乃至社會的整個文明的進程軌跡。《文明的進程》一書提

供了一種新的歷史研究方法：不僅研究社會經濟，同時也考察人的情緒氣質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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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等感覺詞彙，討論禮儀行為(manners)在不同時代的變化。而安娜．布萊森

(Anna Bryson)在其《從宮廷禮儀到禮貌：近代早期英格蘭的行為舉止的變動符

碼》(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2一書中，也討論禮儀行為(包含manners、civility、courtesy)在不同時代、

不同場域、不同階層中的涵義詮釋。雖說兩者在時代、場域範圍的設定上有一

定的差異，3但是布萊森卻在其著作中，於某些層面欲和埃利亞斯展開討論與對

話。兩者都運用了伊拉斯莫(Desiderius Erasmus)、德拉．卡薩(Della Casa)等學

者的禮儀書作為討論的文學史料，便讓人開始好奇在這樣的對話中，埃利亞斯

和布萊森如何各自陳述其禮儀行為發展的脈絡？布萊森如何突破埃利亞斯的

框架？抑或她在一定程度上，只是對埃利亞斯的論述做出補充、延伸或修正？

或兩者的論述有著根本上的差異？ 

  本研究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討論埃利亞斯與布萊森兩者在處理史料

時，所採取的方法與態度上的異同之處。第二部分討論的是，在布萊森和埃利

                                                                                                                         
維方式的變遷：不僅重視重大事件，也從小處著手，探討人的行為舉止、日常生

活。本文討論之上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文明」和「文化」概念的社

會起源。此部分觸及英、法與德國在「文明」與「文化」兩種概念的詮釋上的差

異。第二部分討論「文明」使人類的行為發生特殊變化。此部分探討藉由「外在」

與「自我」的約束及控制，使得人類的各種行為舉止的變化，包含餐桌禮儀、談

吐、擤鼻涕、吐痰、臥室中的行為、男女關係等的變化。 
2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英國歷史學家安娜．布萊森此書

最大特點即在於其對英格蘭近代早期的禮儀行為做出智識的、謹慎的研究。在社

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歷史脈絡之中，本書描述英格蘭貴族階層如何藉由接納義

大利式的禮儀行為符碼進而適應新的政治型態。布萊森在此書最重要的論點即

是，於17世紀的宮廷或首都等場域中，貴族階層利用禮儀行為與其他階層做出區

隔的同時，也能獲得同階層內他人的認同。另一方面，禮儀行為的形成有多種因

素，行為的展示也有不同形式，展示者對禮儀行為的態度亦有所不同。 
3 埃利亞斯將時代設定於從中世紀到現代。場域範圍則在於西歐。布萊森則將時代

跟場域設定於17、18世紀的英格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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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開啟對話的同時，其又對埃利亞斯做出哪些批判？而埃利亞斯在面對這些

批判的同時，可能的回應又是什麼？第三部分討論的是，布萊森對埃利亞斯的

理論修正之處以及埃利亞斯可能的回應。埃利亞斯的論述不足之處為何？布萊

森如何補足埃利亞斯未曾清楚描述的地方？本研究可說是一種「研究」的研

究，後設地看待兩者的寫作方式與寫作內容，期望能夠看到兩者論述中的內在

關聯以及差異。 

二、關於史料解讀的方法與態度 

  筆者首先論述埃利亞斯對史料處理的方法與態度，接著討論布萊森自身的

方法與態度，最後做綜合比較。此處以兩者對伊拉斯莫所著《男孩的好禮儀》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4一書的討論作為主要

例子。 

  在《文明的進程》的第二章中，當埃利亞斯在討論不同禮儀行為，諸如各

種身體行為、餐桌禮儀時，其方式是先列出不同時代的禮儀書中對禮儀行為的

各種描述，之後再予以分析並闡述內在的脈絡變化。在討論從中世紀到近代禮

儀行為變化的部分時，埃利亞斯認為伊拉斯莫的《男孩的好禮儀》這本小冊子

極具重要性，其「展示了一種變化以及社會進程的特性」、5「他(Erasmus)所講

的是那些學習禮貌規範的人所必須遵守的東西，但同時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

以及他對活生生的人的直接觀察的結果。」6例如伊拉斯莫在探討身體行為時，

討論了面部表情(包含眼睛、鼻子、嘴巴等)、身體的姿勢等禮儀行為。另外亦

                                                      
4 Desiderius Erasmus,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Antwerp, 1526). 
5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51。 
6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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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衣著上的禮儀行為、身處教會時的禮儀行為、筵席的禮儀行為、接待他人的

禮儀行為、玩樂時的禮儀行為、身處臥室中的禮儀行為等。7越是深入地探究這

本小冊子，就越能看清當時具有另一種行為方式的社會圖像。這些行為方式，

或與現在相似，大多數則與現在相去甚遠。 

  埃利亞斯認為，「從某種程度上說，人文主義者所著關於禮貌的書，成了

中世紀與近代有關禮貌書籍之間的一座橋樑。」8而伊拉斯莫這本冊子的呈現即

是這一系列禮儀書中的巔峰，「在許多方面保持了中世紀的傳統和特徵，許多

傳說中的關於禮儀的規定和準則在這本書中重又出現，同時，它又包含了一些

新規則的萌芽。」9埃利亞斯明確地將伊拉斯莫的禮儀冊子與當時中世紀文藝復

興時期的禮儀行為的呈現與轉變作出聯接，並強調此本冊子「是對當時社會生

活進行觀察的總結。」10「……它完全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提出一個合乎時

代要求的行為模式。這一模式是當時的社會，或者說得更確切一點，首先是當

時的上流社會所希望的。」11除了伊拉斯莫的禮儀冊子之外，其他有關禮儀行

為規範的書籍，對埃利亞斯來說，亦是「當時那個社會確切實存的風俗之反映。」

12幾乎所有以文學或非文學形式紀錄下來的規定都是相似的。這些紀錄下來的

                                                      
7  Desiderius Erasmus, Collected Works: Conficiendarum epistolarum formula u.a.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s; 3. 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 Vol. 25, 274、

278-289. 
8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68。 
9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68。 
10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69。 
11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70。 
12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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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同一種風俗習慣的反映，也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特定行為和情感水準的見

證。 

  而布萊森運用及看待伊拉斯莫這本禮儀冊子的方法，她首先明確地在其

《從宮廷禮儀到禮貌：近代早期英格蘭的行為舉止的變動符碼》一書的緒論中

提到，她的研究方法並不在於陳述禮儀行為的模糊及概括的定義，亦不在於試

著去發現禮儀行為在此處或那處中所顯示出來的廣為人知的外在行為符碼。相

反地，布萊森試著在更廣泛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的研究中探討「好的禮

儀行為」(good manners)的當代定義(contemporary definitions)。13而布萊森的研

究基礎和埃利亞斯相似，其基礎在於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s)的運用。而這些文

學文本對布萊森來說，必須是在有著自我意識(self-conscious)的考量下，討論

或者展示出禮儀行為(manners、civility、courtesy)的價值面、「正確的」(correct)

社會實踐的編纂以及對當代「壞的禮儀行為」(bad manners)的批判。14 

  從上述來看，伊拉斯莫這本禮儀冊子的確符合布萊森對文學史料篩選的標

準，且布萊森在其書的緒論中亦認為，這本小冊子雖然是被用來教導貴族男

孩，但同時也顯示當時的學校環境需要這樣一本禮儀教導手冊，其重要性不言

而喻。15在之後的章節中，布萊森也多次引用《男孩的好禮儀》中的許多觀點

來印證她的論點，例如在第二章中，談論禮貌(civility)和宮廷禮儀(courtesy)之

間的關係、孩童的禮儀教育；在第三章中，討論不同禮儀書對英格蘭禮儀的影

響、討論身體禮儀、討論行禮模式(modes of bowing)在不同國家之間的意含差

                                                      
13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4. 
14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4. 
15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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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在第四章中，討論身體行為與禮儀行為之間的關係、討論自我行為的「展

現」(representation)和「協調」(accommodation)；在第五章中，討論言談(speech)

的禮儀行為；在第六章中，討論禮儀行為與道德(morality)之間的關聯。16從上

述可看出，布萊森與埃利亞斯一樣都相當重視和倚賴伊拉斯莫對其時代禮儀行

為規範的描述。 

  但即使如上述，布萊森卻提出了她對文學史料運用的擔憂與限制。她認為

現代讀者無法從這些禮儀書籍的段落當中，完整地重建當時的整體禮儀規範。

另一方面她也提出了幾個問題：文學史料是否能夠真實地(really)反映當時社會

的價值觀(value)和行為舉止(behavior)？在當時社會，誰(who)以及為何(why)讀

這些文學史料？文學史料的內容是否有被扭曲和假造的可能？17在這樣的問題

意識下，布萊森就史料運用的態度和方法上，欲與埃利亞斯作之間作出區分。

布萊森不願和埃利亞斯一樣，在史料運用的態度上，不假思索地就將史料所呈

現的內容完全地聯結於真實情景。在其書中，布萊森不就史料與真實情境之間

的對應關係作討論，而純粹比較不同史料、不同作家之間對禮儀行為的描述。

於是，相對於將文學史料內容等同於「真實的態度和行為」(real attitude and 

behavior)的處理方式(如埃利亞斯所為)，布萊森更傾向於針對文學文本內容與

當時(17、18世紀)的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之間聯接作討論，並進一步探索

禮儀書與社會中的實踐符碼(working codes)之間的多樣關係。 

  兩者的關鍵差異即在於，埃利亞斯似乎將文本內容與真實情境看作是同一

的、沒有分別的事物。在描述禮儀書內容的同時，也是在描述當時的真實情境。

                                                      
16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60, 67, 79, 82, 88, 107-109, 122, 153, 160-161, 165-166, 179, 

198-199, 205, 229. 
17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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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萊森則將文本內容與真實情境當作兩個不同的事物，其書的目的即在於討

論這兩種不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係。 

三、對話與批判 

  在討論利用精神分析學者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理論討論禮

儀行為歷史發展的同時，布萊森在其書導論中開啟了她與埃利亞斯的對話。布

萊森提到，我們總是在體驗著一種被我們稱為「基礎行為準則」(elementary 

decency)的事物，即所謂自然的反應(natural reaction)或者是對於「自然」的反

應(reaction to nature)。所謂的禮儀行為在此處被假設為成年人的「第二本性」

(second nature)。禮儀行為的違反，特別是關係到身體及其功能時，常會立即地、

自動地引起尷尬(embarrassment)、噁心(disgust)、羞愧(shame)等感覺。於是，

禮儀行為不僅僅是社會規則的制定，也是一種社會化(socialization，即「第二

本性」的培養)的製成品。18精神分析理論(psychoanalytical theory)的確是最為人

所知地用來理解，在接受家族及社會的外在控制時，個體所顯示出的禁制

(inhibition)、羞愧、噁心等感覺的發展。而佛洛伊德在其《文明及其不滿》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認為西方歷史的完整課題即是演繹於社

會凝聚 (social cohesion)的起源中，人類心理的生物性基礎傾向 (biologically 

grounded tendency of human psyche) 始終屈服於自身對於強烈欲望(appetite)的

嚴格抑制。19 

  布萊森認為上述的觀點與埃利亞斯《文明的進程》一書所呈現的論述脈絡

有一定的關聯，尤其體現在埃利亞斯所欲談論的「文明進程的心理性起源」。

                                                      
18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9. 
19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 J. Riviere, rev. J. Strachey 

(London: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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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森提到，佛洛伊德將文明看作是人類命運的重要元素，而埃利亞斯則將文

明看作是在中世紀和近代之間，呈現於歐洲特殊社會、政治情勢中特殊的、歷

史性的相對價值觀。佛洛伊德認為人類的心理構造影響了歷史與社會發展，而

埃利亞斯則認為是歷史和社會發展影響了人類的心理構造。儘管佛洛伊得與埃

利亞斯在部份論點上有所不同，但埃利亞斯的確是將「情感的構造」(affective 

structure)以及「禁制」等要素擺置於文明進程的重要位置來談論。20 

  埃利亞斯在談論文明的進程時，曾提出三個要點，即「心理化」、「理性

化」和「尷尬、羞恥起點的提高」。「心理化」即隨著「互相依賴」網絡的擴

張，越來越多人捲入越來越複雜的關係之中。更多的人被迫在更多變的環境之

中給予他人更多的注意，迫使人們要對自己涉及他人的行為後果多加考慮。「理

性化」在人類歷史上沒有絕對的「起點」，不存在人突然開始擁有「理性」和

「良知」的一個點，也沒有所謂處於徹底「非理性」狀態之階段。而所謂「理

性化」即是人在生活的世界中習慣性地自我調整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與他們

彼此結合的方式直接相關。我們稱之為理性的那些行為型態是在社會定型中產

生的，其中短期刺激服從於長期的工程：「理性」和「非理性」是一組互補的

觀念，它們指的是個體行為中由短期情感發揮作用的部份和(針對可觀看的現實

而形成的)長期概念模式發揮作用的部份，這兩方面是相互關聯的。另外，由於

成文或不成文的禮儀規則變得越來越廣泛與精微，侵犯這些規則的機會就開始

增加，因此羞恥和尷尬的情形也就增多。21 

                                                      
20 有學者認為，埃利亞斯的著作體現了「弗洛伊德的歷史化」。這使得埃利亞斯不

再將變遷的動力歸結於個體生物性的利比多(性衝動)或驅力，而是轉而關注過程

性的結構與能動性 (agency)之間的關係。參見阿爾帕德．紹科爾采著，凌鵬、紀

鶯鶯、哈光甜譯，《反思性歷史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

[Arpad Szakolczai. Ling, Peng, Ji, Yingying and Ha, Guantien yi. Reflexive 

Historical Sociology(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8).] 
21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劉佳林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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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此處，布萊森提出了她的疑問：埃利亞斯似乎不曾仔細考察過他所提

出的文明進程中，「心理構造」理論與其所引用文學史料之間的關係。同時，

埃利亞斯似乎太簡化和高度概括化地從有限的史料中理出他的論述脈絡。另一

方面，我們是否真能從禮儀書中看出社會團體的「情緒構造」模型？在真實經

驗與可用語言表達的(articulable)形式之間，是否有一條界線存在，使得埃利亞

斯的理論並不具有說服力？22  

  在其《從宮廷禮儀到禮貌：近代早期英格蘭的行為舉止的變動符碼》一書

的導論中，布萊森提出她對上述疑問的想法。她認為即使禮儀的展現和規範與

感覺因素有一定的關聯，但要從文學史料中找尋「情緒構造」仍是相當困難。

同時，與其將禮儀書的內容看作是情緒因素的作用影響，不如僅將它看作是行

為符碼的展現(representation of codes)。23而這裡的符碼(codes)，對布萊森來說

是一種寬鬆的、暫時性使用的詞語——藉由品德(virtue)的評價——以用來強調

社會中禮儀行為的意義及其實際用途，而非僅僅用於描述禮儀行為中受限制

的、受壓抑的角色，如同加拿大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遵從與

風度的本質〉(“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一文中所提出的，區分

實質的(substantive)禮儀規範與儀式性(ceremonial)的規範。24禮儀書不僅是不同

文化與時代之間多樣社會規範的特殊範疇內容，亦是此範疇自身所欲顯示出的

                                                                                                                         
文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20。[Norbert Elias. Liu, Jialin yi.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by Norbert Elias selected writings(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1-12. 
23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2. 
24  Erving Goffman,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1956),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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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與意義。布萊森不再僅止於探討禮儀書內容的隱含意義，同時也將內容聯

接於當時的社會與文化脈絡。25另一方面，也不運用埃利亞斯或其他歷史心理

學家所提出的精神(心理)分析等理論來討論禮儀行為的發展。 

  布萊森最重要的批判是針對埃利亞斯所提出的「情感抑制的線狀發展」論

點。布萊森認為埃利亞斯忽略了在每一個時期中，「規範與德行」所顯示出的

意義。26而埃利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的確也沒有告訴讀者除了「情

緒、感覺」的影響力，是否仍有其他影響力作用於禮儀行為的規範？27但如果

認為埃利亞斯的論點是呈現「直線發展」，卻可能是一種誤讀。例如埃利亞斯

在談到「文明與退化的壓力」時，他就反覆強調歐洲文明的進程並非全然邁向

更為自我控制的方向，其控制型態往往包含複雜的變化。28文明與退化壓力的

                                                      
25 例如布萊森在〈禮儀及社會轉變〉(“Civility and Social Change”)這個章節中，區

分城市性(Urbanity)與貴族性(Lordship)的概念，並將這些概念放在17、18世紀英

格蘭的社會文化脈絡中，與禮儀行為的變化與發展做出聯結。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13-150.

另外，不論是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論與禮儀行為作出聯結，或者是將

社會文化脈絡中「持自由思想者」(libertine)或者放蕩者(rakes)的形象的提出，都

是不僅止於談論禮儀書內容，同時涉及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的論述方式。參見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24, 243-275. 
26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4. 
27 埃利亞斯在探討文明進程的全部著述中，從未承認宗教因素的任何積極性影響，

他對宗教的態度，從開始的徹底否定，轉到後來較為謹慎的宣稱宗教僅是經驗社

會學研究的對象，但在寫作此書時，並未遭遇到顯著的宗教因素。如果不將所有

具備先知性(prophetic)與救贖性(salvation)的宗教、教會、教派以及特別是隱修院

(monasteries)包括在內的話，則很難寫出一部綜合的文明進程歷史。參看阿爾帕

德．紹科爾采著，凌鵬、紀鶯鶯、哈光甜譯，《反思性歷史社會學》，19-20。 
28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劉佳林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選》，20-21。尤其當談論到20世紀後期「放任的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

崛起時，更反映了在文明進程中，情緒控制絕非是一種直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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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涉及到普通人行為控制中，外部約束(來自外部環境的約束，主要是他人施

加的壓力)與自我約束之間的相互作用問題。埃利亞斯亦認為，人們總是在觀察

外部的環境變化，同時調整對自身的控制。人們對權力比例的計算以及他們要

考慮的外部約束始終在行為引導上發揮作用，如果這些計算突然或逐漸產生不

同的結果，行為就會發生變化。29 

  另一方面，布萊森也強烈批判埃利亞斯的「情緒控制直線式」發展論點。

埃利亞斯雖然在其《文明的進程》一書的〈前言〉中，承認在文明或禮儀的演

變中，的確有一個「總體趨勢」，但似乎不能就此錯誤地將埃利亞斯的解讀看

作一種「直線式」的發展。埃利亞斯在其書中似乎想暗示，在此演變中，有權

力的收與放，也有心理(情緒)的壓抑、衝突與矛盾。在下一節也將討論，布萊

森和埃利亞斯兩者同樣都在其論述中展現「變化」的複雜性，但看的角度不同，

呈現出來的詮釋自然就有所不同。 

三、修正與補充 

  本節除延續上一節討論布萊森和埃利亞斯兩者如何在其論述中展現禮儀

行為「變化」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將布萊森對埃利亞斯的理論不充分、不

清楚之處所作之補充提出。 

  布萊森在其《從宮廷禮儀到禮貌：近代早期英格蘭的行為舉止的變動符碼》

一書的導論中提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權力支配與被支配理論，雖然在部

分層面上有效地、後設地「揭露」出社會(權力，power)符碼對禮儀行為形成的

影響，30但卻忽略了「反支配」、「對抗支配」等因素的同樣重要的影響。布

                                                      
29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劉佳林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選》，22。 
30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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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森認為埃利亞斯與傅柯的共通點即在於他們都接受，個人與團體的價值觀或

行為模式的養成，都「屈從於」(subjected)某個有形或無形的權力架構，兩者

都只看到行為與道德實踐的消極面，而沒有看到積極面。31兩者都使用了「實

踐」(practices)一詞，但在埃利亞斯的著作中，「實踐」被用來呈現「情緒構造」

的被動(passive)抑制；而在傅柯的理論中，「實踐」僅只是「論述」(discourse)

自身對自身的運用。 

  在批判之外，布萊森也在其書中，展示「主動性」。 

  「展現」(representation)這個詞彙對布萊森來說，是禮儀行為的一個重要內

涵。禮儀行為的「展現」是主動的、積極的、具選擇性的。在〈禮儀的規則〉

(“The rules of Civility”)此章中，說明了在等級次序中不同等級的人，如何藉由

禮儀行為「展現」自己的等級；32筵席上，主人與客人如何藉由禮儀行為「展

現」自己的身份。33在〈禮儀及社會轉變〉(“Civility and Social Change”)這一章

中，可以看到鄉紳在17、18世紀的英格蘭，由於倫敦城市的興起，形成一種「雙

棲形式」：在鄉村背景中禮儀行為的「展現」以及在倫敦宮廷中的禮儀行為「展

現」。34在〈談論與寫作的禮儀〉(“The Civility of Speech and Writing”)這章中，

能夠瞭解要如何談論與寫作，才能「展現」自己的「好的禮儀行為」。35而在

                                                                                                                         
Modern England, 14. 

31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6. 
32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89-91. 
33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92-93. 
34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13-150. 
35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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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禮儀〉(“Objection to Civility”)這章中，更是清楚看到，17、18世紀的英

格蘭人，並非被動地接受禮儀行為所有的形式及概念。禮儀行為的「展現」同

時也必須是自我道德的「展現」。另外，對「榮譽」(honor)的追求以及「男子

氣概」(masculinity)的展現，也可能是對禮儀行為規範的部分否定。36 

  總結上述，布萊森將禮儀行為視為一種為達到某些目的或主動「展現」自

己的等級與身份地位所使用的「工具」。布萊森認為這樣的論點，和埃利亞斯

所提出的因為外部以及內部(情緒以及權力)控制的因素，而被動地接受禮儀行

為之約束的論點作出了區分及修正。 

    但是如果更深入地來看埃利亞斯的論點，或許會有不同於布萊森的看法。

埃利亞斯在討論「宮廷社會」的「封閉的制度」時，提出了三個重要概念，即

「可視性」(visibility)、「互賴性」(interdependence)、「策略遊戲」(strategic games)。

37封閉空間環境中的社會的特點，就是無處不在的徹底「可視性」。由於同樣

的人始終佔據著同樣狹小與封閉空間，他們就會不斷地遭遇到他人，並在他人

眼前進行一切活動。這樣一種廣泛的「共同在場」造成強烈的同質化趨勢，但

同時也帶來了尋求區隔和維持外表的努力。增長的「可視性」作為一個不容置

疑的事實被整合入社會的自我展現(self-representation)與功能運作(functioning)

之中。在宮廷情境下，成功的要素並非贏得金錢，而是確認自我在別人眼中的

價值，提昇別人眼中對自己的尊重，因而關鍵在於「承認」與「聲望」(reputation)。

而「互賴性」或者所謂的「互賴動力學」(dynamics of interdependencies)是一種

個體之間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所有處於互賴鏈條的中的人們都出於聲望的考

慮，力圖確認其他人都是按部就班地行動。而「策略遊戲」概念則闡述在面對

                                                      
36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3-242. 
37 阿爾帕德．紹科爾采著，凌鵬、紀鶯鶯、哈光甜譯，《反思性歷史社會學》，19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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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不停息的權力鬥爭中，可能發生因地位得失狀況而進行策略上的計算。權力

本身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財產的經濟關係與知識的文化關係可以調節權

力，因而很難與權力關係割裂開來，但它們並不直接就是權力關係。然而，在

一個宮廷社會之中，直接而赤裸的權力關係則十分真切地處於所有關係之上；

它們無所不在而廣泛深入。迫近性(closeness)以及封閉性(closedness)迫使個人

不停與他人競爭，導致一種持續的不安全與不確定狀態。宮廷社會的策略遊戲

與密謀需要一種特殊知識，而這種知識是依靠特殊的「觀察」與「描述」人的

「技藝」而獲得的。38 

  如果將上述的論點和布萊森的論點作比較，會發現布萊森所提出禮儀行為

的「展現」並非真如她所說地完全具有「主動性」。鄉村貴族來到倫敦宮廷中，

必須藉由「禮儀行為」，「展現」、維持、增加其在宮廷中的地位。而這種「禮

儀行為」是被宮廷階層所承認及接受的。也就是說，即使一位貴族是「主動地

展現及利用」禮儀行為這樣一種「工具」，他仍是「被動地」接受為宮廷階層

所規範的「禮儀行為」，而非完全主動地「展現與遵守自己所規範的禮儀行為」。 

  可以說，布萊森在埃利亞斯的理論框架下，具突破性的有三點：一、提出

貴族對「榮譽」和「男子氣概」的追求以及自由思想者、放蕩者的行為造成的

對禮儀行為的部份違反；二、禮儀行為的「展現」不僅有權力競爭的考量，也

有道德考量、宗教考量的因素存在；三、並非只有一種禮儀行為，它是各種不

同力量、階層、等級在不同時間、場域所共同形塑出的「想像的共同體」。39 

                                                      
38 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埃利亞斯並未以描述和分析宮廷社會本身為開始，而

是著眼於為宮廷社會打上特定印證(禮儀行為)的形塑模式。而如果我們將宮廷文

化的討論放進《文明的進程》的一書的脈絡中，對於埃利亞斯所要呈現的論述將

能夠更清楚瞭解。 
39 例如中下層階級在觀看禮儀書、戲劇時，對上層階級的「禮儀行為」的「想像」，

這樣的「想像」進而形塑他們自身的禮儀行為。當然，上層階級對中下層階級的

禮儀行為也有「想像」，藉由「想像」，為達到與中下階層區分的效果，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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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布萊森除了修正埃利亞斯的論點之外，也在其他地方補足其敘述上

的缺失或不足。 

  在談到埃利亞斯的「互相依賴」理論時，有個疑問即是，在其理論框架中，

「個人」、「個別行動者」的角色似乎模糊、消失了。但這裡的問題是，如何

去定義所謂的「個人」、「個別行動者」？怎樣的描述才能「清晰地」呈現一

個行為的展示？ 

  在布萊森書中，其明確地點出了幾個「鮮明」的「行為展示者」，例如自

由思想者以及放蕩者。幾個重要的描述包括：一、「決鬥」成為自由思想紳士

在捍衛名聲時，能為其提供特別的優勢。二、藐視談論時應有的謙遜和得體舉

止。三、自由思想紳士不僅扮演在宮廷和首都紳士階層中的排外性角色，同時

也和社會上追求名譽的人保持距離。40這幾個描述可以看出，禮儀行為發展的

多樣性複雜因素，布萊森在埃利亞斯的整體架構下，抽取出一些反例，讓禮儀

行為發展的討論更加豐富。但即使埃利亞斯刻意強調「總體趨勢」，仍不能武

斷地認為埃利亞斯忽視了「個體行為」的重要性(千萬不能忽略埃利亞斯在其他

著作中對個人角色與社會之間關係的說明)41。在其《文明的進程》中，他似乎

有意地暗示，雖然他沒有提出一個個鮮明例子，但在他的理論中，每一個「人」

都是「具體存在」且同時有其心理(情緒)上的壓抑、衝突與矛盾。42 

  最後，在言談和寫作的禮儀行為討論上，布萊森的分析也補足了埃利亞斯

                                                                                                                         
進而在形塑專屬於自身階層的禮儀行為。在此處，布萊森相較埃利亞斯更清楚地

在禮儀行為的發展中將階級、等級次序描繪出來。 
40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43-275. 
41 參看Norbert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1). 
42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47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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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予以說明的部份，包括好的言談的標準為何？好的言談的目的為何？如何

呈現好的言談？ 

  埃利亞斯在談到宮廷談吐時，認為區分好的與壞的言談的標準在於一種

「細膩的感覺」，「這些話、習慣用語和某些細微的差別是好的，因為它們是

社會菁英使用的；那些話，習慣用語和某些細微差別是不好的，因為社會等級

低的人是這樣說的。」43這樣的描述太過抽象，並不能給讀者一個清晰的圖像。

而布萊森在其書〈談論與寫作的禮儀〉這章中，回答了埃利亞斯未曾清楚說明

之處。布萊森提到：一、從十六世紀開始，言談變成很重要的社交藝術，被當

時的人看作是有價值仔細分析和研究的。二、當檢查合宜的談吐或寫作有什麼

樣的規則時，將會發現這些規則與儀態的規則其實很相近；那些用來斥責不當

舉止的用詞也同樣用於不當的言論上。三、重視修辭與文法，口才與說服力成

為社交生活中的要角。四、腔調與口音成了區分階級的重要依據。44在這個部

分，布萊森的確有力地補足了埃利亞斯論述不足之處，分析堪稱精闢。 

                                                      
43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

理起源的研究》，117。 
44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1-192.另外，在 17、18世紀的英格蘭，關於語言的部份，柏

克(Peter Burke)也提過，倫敦城市的成長以及王室位於倫敦附近這樣一個事實對

採用東南部方言作為英語的標準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這種標準的語言起初在宮廷

執事中使用，然後進一步普及起來。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作家普特函(George 

Puttenham)建議詩人應當學習「宮廷常用的說話方式」和「倫敦以及倫敦週邊60

英里範圍內各郡的說話方式」。另一方面，柏克也提到，在當時英格蘭，「口音」

的確已經成為區分社會階層的標誌。參見彼得．柏克著，楊豫譯，《語言的文化

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41、153。[Peter Burke. Yang, Yu yi.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Bei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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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在第一部分，筆者討論埃利亞斯和布萊森兩者運用史料方法與態度的異同

之處。雖然兩者都相當重視文學史料，例如伊拉斯莫的《男孩的好禮儀》這本

小冊子。但在態度上，布萊森基於對史料本質的疑問，和埃利亞斯作出了區分。

布萊森不就史料與真實情境之間的對應關係作討論，而純對不同史料、不同作

家之間對所謂的禮儀行為的描述作比較。於是，相對於將文學史料內容等同於

「真實的態度和行為」(real attitude and behavior)的處理方式，布萊森更傾向於

針對文學文本內容與當時(17、18世紀)的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之間的連結

作討論，並進一步探索禮儀書與社會中的實踐符碼(working codes)之間的多樣

關係。埃利亞斯似乎將文本內容與真實情境看作是同一的、沒有分別的事物。

在描述禮儀書內容的同時，也是在描述當時的真實情境。而布萊森則將文本內

容與真實情境當作兩個不同的事物，而其書的目的即在於討論這兩種不同事物

之間的內在關係。 

  第二部分，在討論利用佛洛伊德的心理分析討論禮儀行為這樣議題的同

時，布萊森開啟了她與埃利亞斯的對話。在肯定埃利亞斯的同時，她強烈質疑

埃利亞斯過度簡化禮儀行為的概念描述、「情緒構造」理論的缺點以及疏忽了

文本和「真實呈現」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布萊森也強列批判埃利亞斯的「直

線式」發展呈述。《文明的進程》一書中，的確沒有告訴讀者除了「感覺」的

影響力，是否仍有其他影響力作用於禮儀行為的規範。而文本和「真實呈現」

之間的關係說明，的確也是埃利亞斯疏忽之處。但是對於所謂「直線發展」的

批判，卻可能是一種誤讀。埃利亞斯似乎在其書中想暗示的一點即是，在文明

的進程中，有權力的收與放，也有心理(情緒)的壓抑、衝突與矛盾。埃利亞斯

和布萊森兩者同樣都在其論述中展現「變化」的複雜性，但看的角度不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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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來的詮釋就有所不同。 

  在第三部分，可以看到布萊森欲將禮儀行為「展現」的「主動性」提出，

區別於埃利亞斯的理論中的禮儀行為實踐的消極、被動面。但根據埃利亞斯的

理論再深入研究後發現，布萊森所提出的禮儀行為的「展現」並非真如她所說，

完全具有「主動性」。鄉村貴族來到了倫敦宮廷中，他必須藉由「禮儀行為」，

「展現」、維持、增加其在宮廷中的地位。而這種「禮儀行為」是被宮廷階層

所承認及接受的。也就是說，即使一位貴族是「主動地展現及利用」禮儀行為

這樣一種「工具」，他仍是「被動地」接受為宮廷階層所規範的「禮儀行為」，

而非完全主動地「展現與遵守自己所規範的禮儀行為」。布萊森在埃利亞斯的

理論框架下，具突破性的有三點，包含禮儀行為的反抗、形成禮儀行為的多樣

要素、禮儀行為的多樣形式。在補充埃利亞斯的談論不足的部份，布萊森在其

書中，明確地點出了幾個「鮮明」的「行為展示者」，例如自由思想者以及放

蕩者。而在關於談吐與寫信的禮儀行為的描述，布萊森也精闢地將好的言談的

標準為何？好的言談的目的為何？如何呈現好的言談？等幾個面向有清楚的

說明。 

  總結而論，布萊森在其書中，有超越、補充，也有誤解及誤讀埃利亞斯理

論之處。 


